权力之网：精英网络如何塑造中国的战争和政治
摘要
学者们认为，有权力的个体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的发展路径。然而，个体如何能够对宏观层面的政治经济结果产生影响的机制和流程尚不明确。本研究利用现代史上最致命的内战——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来阐明一个人——曾国藩，如何利用他的个人精英网络来组织军队镇压叛乱，以及这些网络将如何影响国家的权力分配。有两个突出的发现：(i) 战前曾国藩的网络中已经有较多精英的县，在他掌权后士兵死亡人数增加；(ii) 战后政治权力明显向这些精英的家乡县转移，造成国家层面的权力分配不太平衡。我们的研究结果强调了微观层面的精英网络如何影响国家政治和社会权力分配，为精英、战争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带来了新的启示。
I. 引言
历史一再表明，某些人在动荡的时代脱颖而出，能够对其国家产生巨大的影响。有影响力的经济学研究已经研究了领导人是否能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 (Jones and Olken 2005; Easterly and Pennings 2020)。然而微观个体究竟塑造宏观层面的政治经济格局背后的机制尚不清楚。现有的大量文章都更加关注领导者的个人特质(Besley, Montalvo, and Reynal-Querol 2011; Dube and Harish 2020)，并指出领导者个体特质可以影响政策的制定(Jones and Olken 2005)，同时领导者也可以作为榜样，改变社会风气(Acemoglu and Jackson 2015; Cage et al. 2021; Dippel and Heblich 2021)。
在此文中，作者提出一种新的观点——个体可以通过其个人的社会网络，尤其是精英之间的联系，来影响重要的政治经济结果。这一观点适用于各种场景：法国大革命时期Robespierrist的社交网络(e.g., Linton 2015)；中国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时期形成的网络(Taylor 2009)以及南韩的建立者之间的联系(Kim 2007)等。但是由于很难系统性地衡量个人网络并指出其对政治经济的影响，很少有关于个人网络同宏观层面政治经济结果之间联系的实证研究。
此文找到了一个能够刻画个人网络并研究其对两大重要的政治经济结果（战争和权力）的影响的背景。此文研究的历史背景是现代最致命的一场内乱——中国1850-1864年间太平天国叛乱。太平天国运动和美国内战（1861-1865）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但是导致了至少两千万人死亡——美国内战死亡人数的三十余倍。而令人震惊的一点是，太平天国最终被一支相对小规模的军队（湘军）覆灭了。而这支湘军是由一位湖南的学者型官员曾国藩领导。当曾国藩在1853年掌权之后便在既有的抵抗太平天国的军队的基础上通过其个人网络从湖南省招揽士兵，组建军队。
这样的背景有三个利于实证研究的优点：其一，这一案例刻画了通过公务员考试制度（科举）形成的明确的精英网络。其二，这种设定能够衡量精英们的动员结果。其三，能够根据中国官僚机构的丰富信息来衡量精英的权力。
此文的研究中形成了三套分析：第一，曾国藩的个人网络影响了地区士兵的死亡。使用双重差分策略，作者发现，在曾国藩掌权后，那些与曾国藩有更多精英联系的湖南各县出现了更多的士兵死亡。作者比较了湖南省75个县的数据差异，并将精英联系多的县同精英联系少或没有的县进行比较。本文基础的精英联系包括科举带来的联系和血缘关系，这两者均不受限于个人选择。一个县的精英关系通过计算直接和间接连接的总和，并以与曾国藩的距离进行反加权，同时加上其他衡量标准（包括未加权的和人均连接）来衡量。最终发现当1853年曾国藩掌权之后一个县额外增加一个与曾国藩有联系的精英时，该县士兵死亡数量会增加21%。关于这套分析框架，一个潜在的漏洞是可能会存在某个遗漏变量导致的士兵死亡率上升。比如，精英更多可能意味着一个县在政治上更加重要，对战争的贡献也就更多。但是在此文的研究背景中，不同县之间的差异仅仅出现在曾国藩掌权之后。同时，作者还通过假设曾国藩在之前和之后的科举中成功以及湖南省外的其他数据进行了安慰剂检验。
第二，此文研究了战前促进战争贡献的精英网络如何影响战后的政治权力分配。为了研究精英网络不通过战争能否影响权力的分配，作者收集了1820-1910年间1646个县的数据。非湖南省的县仍然在曾国藩的个人网络下，但是没有给湘军提供士兵，作为这里的控制组。同样使用双重差分的策略，作者发现精英联系更多的县在战争时期和战后拥有更多国家级的官僚。湖南的县额外增加一个同曾国藩的直接精英联系，将会导致该县在曾国藩掌权后增加58%的国家级官僚，而该县政治权力在此前三十年没有大的变化。与之相反，非湖南的县在这项指标上保持稳定。湖南的县和非湖南的县形成了一个三重差分设计，差异估计值大致为52%，与湖南省内双重差分的估计值接近。进一步的证据表明，县级的权力收益可以由县级的以士兵死亡为代表的战争贡献来解释。首先，在三重差分设计中包括湘军士兵死亡的变量后，精英关系的影响被吸收了。其次，本文利用精英联系方面来源多样的特征，进行过度识别分析。这些分析表明，当科举联系来预测士兵死亡时，其他类型的联系与国家级官僚数量没有关联，反之亦然。说白了，权力效应可以用士兵死亡来解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那些受益者一定直接参与了战争。而这样的效应在几十年后仍然存在，并对后面出生的序列仍然有溢出效应。
第三，本文提供证据表明，研究结果的影响在国家层面得到了体现。基于捕捉权力 "地方化 "的埃利森-格莱泽指数(Ellison and Glaeser 1997)，本文表明战后国家级的权力分配变得更加不平衡。本文用各省进士的比例来代表正式机构所掌握的政治权力分布。本文将权力的本地化衡量为国家级官僚的实际份额与这些基准份额之间的差异，并发现战后出现了权力本地化增加的现象。在剔除湖南精英网络后，发现其占了1850年至1880年期间权力地方化增长的57%。
II. Context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s 背景和历史叙事
II.A 太平天国叛乱与湘军
太平天国运动于1850年在西南部的广西省开始。如Goldstone（1991）所述，其动机与现代早期欧亚大陆的几场重大叛乱有相似之处：人口过多、政府管理不善和民族竞争都导致了19世纪中期中国的紧张局势。在1849-1850年的饥荒条件下，紧张局势爆发为公开战争。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是洪秀全，他在组建一个声称统治整个清帝国的政权之前曾四次落第。
太平天国向北方较富裕的省份发起了讨伐。一开始，起义军比组织不力和腐败的清军要高效得多。太平军在湖南（广西的邻省）和湖北进行了战斗，占领了几个县。1853年3月，他们攻下了南京（明初的前皇都），并宣布该城市为天京 (Luo 1937)。清政府意识到清军无法遏制太平军，于是要求曾国藩组织一支军队。而做出让曾国藩来组建军队的决策有多种偶然的原因 (Luo 1937)。曾国藩的母亲在1852年去世，照例他应该丁母忧在湖南守孝三年，因此战争爆发时他刚好在湖南。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在19世纪中期的地方军事化。南方几个省份出现了由当地精英组建以保护他们的社区和财产的地方民兵团。这是因为国家军事能力太弱，无法提供这种保护。1850年至1852年间，湖南的民兵团已经被召集同广西和湖南的太平军作战，而湘军是在这些现有民兵的基础上组建的。
由于湘军由没有军事经验的学者曾国藩领导，在建立初期经常被太平军打败。在1853-1864年间，湘军和太平军在全国各地有大大小小600余次战争。最终湘军在1864年夏天攻入了天京（南京），结束了战争。
此文重点关注湘军是因为其是帮助国家镇压叛乱的主要力量。但需要注意，湘军不是唯一的一支军事力量。比如，1961年曾国藩让他的学生李鸿章带领一部分湘军前往其故乡安徽建立了淮军。实际上，此文对淮军所属区域的分析也可以认为是对曾国藩个人网络的分析的一部分。
II.B 历史叙事
1.精英网络在组织湘军中的重要性。个人网络在湘军招募士兵的过程中起到了十分显著的作用(Luo 1939)。由于国家力量薄弱，湘军的招募和指挥结构反映了一般社会结构的管理原则。这些社会联系主要是由科举联系和精英之间的亲属关系建立起来的，但也包括宗族关系以接触平民。
2.湖南精英的崛起。很多精英通过湘军成功开启政治生涯，同时让部分精英获得了国家层面的权力。这些人中的一部分领导了战后主要在中央和南方各省开展的洋务运动（1861-1895），但他们的影响远不局限在中央和南方各省。比如说，左宗棠收复新疆，并主张建立了新疆行省，将新疆作为中国的一个省份进行统治。湖南人通过两种方式接近国家层面的权力：第一，尽管绝大多数国家级职务仍然需要获得进士的学历，但是他们有可能通过参加战争而成为国家级官僚。第二，有进士学历的湖南人会被认为从战争中获得了提升而更容易掌握权力。湖南精英的崛起同样也反映了国家和精英之间关于权力的矛盾。即使在战争时期，清廷仍然不愿意将权力下放到地方。在1859年，曾国藩的党羽胡林翼上书清廷提名曾国藩主政四川以对抗太平天国叛军，但是提案被清廷拒绝了。而直到来年，清廷四分之一的主力军队被太平天国叛军在南京城外消灭后，才最终决定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这也使得曾国藩能够主政中国最富有的一片区域以及获得在这一区域内最高的军事权威。随着曾国藩的晋升，湘军得以掌握中国东南部。进一步，曾国藩个人网络中的关键人物也得以成为东南各地的重要官僚。战后清廷尝试将权力重新收回中央，但是由于关键的职位落在了精英群体手中。同时，清廷也十分依赖这些精英去镇压全国各地的叛乱，因此收回的权力十分有限。
3．基于网络的军事组织的政治遗产。湘军的权力结构不同于封建时期中国军队的权力结构。自宋代（960-1270）以来，为避免地方精英对政权的威胁，统治者依赖于中央集权化的军事体系以限制某一个人对军队的影响。而太平天国迫使清廷依赖曾国藩的个人网络而非中央化的军事制度来建立军队。有历史学者认为，湘军的建立是中国政治结构改变的转折点。
III. DATA 数据
III.A 精英网络清廷延续中国前朝的先例，依赖科举制度（c.600-1905）来选拔官员，并作为社会流动和精英网络形成的主要途径。亲属关系同样也是网络成员的重要来源。
1. 联系的来源本文的网络主要有三种联系：（i）来自科举考试的联系；（ii）亲属关系，包括血亲和姻亲；（iii）其他朋友。
i．来自科举考试的联系考试制度会产生两个重要的特定关系。具体来说，是通过三年一次的省级考试和会试（即国家级考试）产生的联系。首先是考官（他们已经是高级别的中央政府官员）和成功的考生之间的联系，称为师徒关系。第二种是成功的考生之间的联系，这些考生随后将成为官僚机构中彼此的同事，这被称为 "准同学 "关系。
ii．亲属关系
主要包括血亲和姻亲。
iii．其他朋友
本文的第三个联系来源是指《湘军人物志》（Mei 1997）中帮助曾国藩进行战争动员的个人。本文把这些人称为 "曾国藩的朋友"。 
2. 对精英网络和县域层面联系的定义
通过以作者称之为基线网络和扩展网络这两种方式定义精英网络，此文解释了一个事实，即一些联系不受个人选择的影响（如考试联系），而另一些联系（如婚姻）则受个人选择的影响。基线网络只包括考试联系和亲属关系（图一）。个人无法选择这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在这场战争中是外生的。在图中，每个大圆圈表示一次考试（三年一次）的成功者，黑点表示那些来自湖南的人。这些人都有资格获得官方职位，因此属于精英阶层。此文的基线网络涵盖了2419名精英，其中131人来自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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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的网络在已建立的基线网络上增加了基于婚姻和朋友的关系。这一定义共涵盖2460名精英，其中164名来自湖南。这个替代性措施包括了所有可用的信息。但要注意，婚姻和朋友是由个人选择的。因此，作者主要使用基线网络进行基线分析，使用扩大的网络作为稳健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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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衡量一个县在精英网络中的联系，作者将关系网络转化为了一个县域层面的变量。此文中对县域联系的衡量为[image: ]，其中N代表一个县拥有的网络中的精英个数，d代表该人与曾国藩的分离程度。在历史叙述的激励下，本文假设一个县有更多的精英，也就会有更多的战争贡献，而且直接联系比间接联系更重要。因为没有让这成为衡量一个县的关联性唯一标准的理论基础，本文也使用了其他的衡量标准，包括计算一个县的网络内精英的一般数量的非加权衡量标准，以及将一个县的加权和非加权关联除以其人口规模的人均衡量标准。各个县的精英网络差异很大。图三显示了全国各地和湖南境内的县级关联精英的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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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75个县中，有36个县在曾国藩的基线（扩大）网络中至少有一个连接，7个县有5个或更多。如表一所述，本文对连接的基线测量的平均值为1.23，标准差为2.53。
[image: ]
3. 县域层面联系与其他特征
需要注意此文的联系衡量标准是否反映了一个县的经济发展、政治重要性，或者它与太平天国的关系。因此作者收集了12个变量，这些变量可以分为三大类来衡量这种关注的重要性，总结如下：
地理经济因素：面积的对数、该县是否有主要河流、主要农作物（水稻和小麦）的适宜性的对数、与大运河的距离、1820年的人口的对数和1850年的城市人口的对数。这些变量反映了一个县的生产力和经济优势。
政治重要性：该县是否为县城，战前入学考试名额对数，战前进士人数对数。
与太平天国有关的因素：该县是否在太平天国前往南京的路线上，以及与南京的距离。
III.B 士兵死亡数据
本文将《湖南省志》（Zeng 1885）中34,328名士兵的死亡记录及其姓名和原籍县数字化。这29490条记录还包括士兵死亡的年份和地点（战斗）。利用个人层面的信息，本文构建了一个1850-1864年湖南省所有75个县的士兵死亡的县级面板。这种个人层面的数据提供了关于宗族关系（由姓氏反映）和社会地位（即考试学位与否）的额外信息，用于解决我们分析中可能存在的测量误差。
III.C 精英权力数据
为了衡量战前和战后的政治权力分布，作者根据《清代官员纪事》（Qian 2005）构建了一个1820-1910年的国家级办公室和官员数据库。与以前的朝代一样，清朝采用了官阶制度。该制度有九个编号的等级，每个等级又分为上下两级。此文重点关注那些级别在三品及以上（即副部级及以上）的官员，其中包括中央政府官员（如部长）和各省的高级官员（如省长和副省长）。为简单起见，作者将这些职位称为国家级职务，因为每个省的最高官员都参与了国家级的决策。
数据涵盖了每年由2971名官员担任的28,899个国家级职务。平均而言，有221名官员在某一年担任318个职务。此文数据涵盖了每年由2971名官员担任的28,899个国家级职务。平均而言，有221名官员在某一年担任318个职务。在这些官员中，67%是汉族，占据了所有职位的66%（而满族占人口的比例不到1%，却占了三分之一的职位）。本文关注的是汉族官员担任的职务，因为满族官员的职业轨迹不同。利用这些职位信息，我们构建了1820-1910年期间所有1646个县的国家级官僚的县级面板。
IV. ﻿ELITE NETWORKS AND SOLDIER DEATHS精英网络与士兵死亡
IV.A 激励性证据与研究设计
精英网络是否塑造了士兵死亡的地区差异？作为激励性证据，作者绘制了有和没有精英关系（由基线网络定义）的湖南各县每年的士兵死亡人数。图5展示了在1853年曾国藩获得权力之前，与之有联系的和没有联系的县的士兵死亡数趋势是平行的。在曾国藩掌权之后一直到战争结束的1864年，与曾国藩有联系的县的士兵死亡数上升的幅度更大（没有联系的县从6.6上升到13，有联系的县从4.7上升到53.1），由此可见曾国藩的个人网络对士兵死亡数有巨大的影响。
基于这种模式，本文利用湖南各地县级精英关系的变化和1853年曾国藩任命的时间变化构建了标准的双重差分模型。数据涵盖了1850-1864年期间的75个县，本文基线方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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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解释系数，本文在主要估计中使用ln(Soldier deaths + 1)作为因变量，并使用反双曲正弦作为因变量给出了额外的结果。此外，研究结果在控制[image: ]（而不是[image: ]）以及进一步控制各县的固定效应时，是稳健的。本文估计方程（1）的假设是，在曾国藩执政之前，精英关系较多或较少的县的趋势相似。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是否合理，我们采用事件研究的策略，逐年估计精英关系的影响。
IV.B 精英网络对士兵死亡的影响
1.主要结果。本文发现，在曾国藩掌权后，与他有更多联系的县的士兵死亡人数明显增加。表2中（1）列仅控制了年份和县域的固定效应；（2）-（4）列逐步加上了地理经济变量、政治变量和战争变量以及它们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这些回归最终反映出某县每多增加一个与曾国藩有直接联系的精英，那么该县的士兵死亡数会上升21%左右。在第(5)列和第(6)列中，本文使用人均联系进行估计。根据第（6）栏的估计，人均联系数增加一个标准差（7.53/百万），士兵的死亡人数就会增加42%。第(7)-(10)栏显示了未加权总和和人均计量的估计数。直接联系的影响（0.213）大于未加权联系的影响（0.147），这说明考虑每个联系与曾国藩的距离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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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检查估计方程（1）的平行趋势的假设，作者逐年估计了精英连接的影响，并在图V中直观地显示了这些估计。1853年以前，与曾国藩的精英关系与士兵死亡没有关联，这意味着在曾国藩掌权之前，各县并没有表现出不同的趋势。此后，精英关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如图五所示，这些结果对衡量一个县的精英关系的四种替代方法（加权/未加权联系和加权/未加权人均联系）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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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联系类型。参考表3的第（1）列的结论，如果把精英网络的定义扩大到包括婚姻和朋友，本文的发现仍然成立。基于扩大网络的估计值比我们的基线估计值略小。第(2)-(4)栏报告了每种类型的联系的结果。结果显示，科举联系的影响大于所有其他联系类型，这与这些精英特别有权力和担任更重要职务的理解相一致。
历史叙述表明，宗族关系在招募士兵时提供了信息并起到了建立信任的作用。本文用精英和士兵的姓氏来代表宗族关系，如果他们来自同一个县并有共同的姓氏，就假设他们属于同一个宗族。与这些历史叙述一致，我们发现精英联系对与精英来自同一宗族的士兵的影响明显更大。表三第（5）-（7）列的结果说明，精英关系对来自同一宗族的士兵死亡的影响是不同宗族的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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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慰剂检验。本文做了两组安慰剂测试来验证精英网络对士兵死亡人数的影响。首先，为了验证精英网络的相关性，作者利用考试的时间来构建安慰剂网络。本文假设曾国藩会通过1836年或1840年而不是1838年的科举，以此来改变他的科举带来的人际网络。尽管如此构建的安慰剂网络仍然与实际网络和一个县的总体精英度相关，但是结果发现，一旦考虑到实际的科举联系，安慰剂并没有表现出类似的结果（表四，第（1）-（3）列）。此外，本文采用了与Enikolopov, Makarin和Petrova（2020）类似的工具变量方法：作者使用实际的科举网络来预测基线网络，同时控制安慰剂科举网络。同样，本文的研究结果是由特定的精英网络驱动的，而不是由安慰剂网络所代表的一个县的一般政治精英驱动的（第（4）-（6）列）。
由于曾国藩利用他的个人网络从湖南调集士兵，但没有调集湖南以外的士兵，所以将湖南以外的士兵死亡数作为第二个安慰剂检验。作者进一步收集了淮河地区各县（安徽和江苏）的淮军士兵死亡数据，发现曾国藩的个人网络不能预测淮河地区的士兵死亡（表四，第（7）-（11）列）。这可能是因为李鸿章在组织军队时依靠自己的网络。
	[image: ]
4.测量误差。精英网络的测量可能存在误差。由于联系的来源多样，可以使用IV方法来检验这种担忧。如表四所示，当使用科举考试联系来衡量基线联系时，估计值变得更高一些（0.33）。士兵死亡数也可能存在测量误差，本文从两个方面来检验这一误差对结论的影响。首先，14%的死亡记录没有报告死亡年份，因此精英联系有可能只与更精确的死亡信息相关联。在研究各县的精英联系和缺失年份的概率之间的关系时，发现精英联系和缺失信息之间没有相关性，这消除了这一误差的影响。其次，士兵死亡记录中的93人持有考试学位。这些人的死亡与平民死亡之间有很强的关联性（R-squared = 0.44）。在研究精英联系如何影响两组人的死亡时，标准化的系数是一致的。由于学位持有者的数据不容易出现误差，因此士兵死亡的测量误差不太可能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 5.对士兵死亡的解释。由于死亡是对战争贡献的最昂贵的类型，因此将士兵死亡作为结果进行研究很有意义。然而，人们可能会想知道，士兵的死亡是否主要反映了动员或在相同动员水平下的可变死亡率。三项分析显示，士兵死亡很可能反映了动员情况。首先，假设精英网络对参军的机会成本较高的县的动员影响较小。作者使用了主要的流动渠道--科举考试的变化来衡量机会成本。科举考试是由配额制度来管理的。本文发现，在人均入职考试配额较高的县，精英网络对士兵死亡的影响较小。这种模式可以解释为较高的机会成本阻止了人们加入湘军。其次，作者利用战役信息进行分析。如果士兵在不同战役中的战略部署导致了不同的死亡率，预计当进行战役内分析时，精英联系和士兵死亡之间的关系会与把所有战役集中在一起时不同。而与之相反，没有战役固定效应和有战役固定效应的结果相似。最后，利用1858年著名的三河战役进行分析。在这次战役中，所有参与的湘军部队都被歼灭了。在这种情况下，士兵家乡各县的死亡率都是一样的。在这场战役中，精英关系对士兵死亡的影响与1858年的其他战役相当，这为动员解释提供了进一步支持。
V. ELITE NETWORKS AND POSTWAR ELITE POWER 精英网络与战后精英权力
V.A 激励性证据与研究设计
促进战争贡献的精英网络是否继续塑造战后精英权力的区域分布？要研究这一问题面临着一个挑战——即使没有战争贡献，精英网络是否也会导致更多的权力。作者将非湖南的县城作为对照纳入分析。非湖南地区的县，虽然在曾国藩的网络中仍然有不同程度的联系，但湘军并未从那招募士兵，自然也没有士兵死亡。因此可以认为这些县的数据揭示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联系网络对权力的影响（没有对湘军的贡献）。作为激励性证据，作者绘制了四组县域的国家级职务的年度数量的变化图（湖南的连接县和非连接县以及其他省份的连接县和非连接县），如图六所示。
有两个十分明显的趋势。第一，在战争后期和战后，湖南内有联系的县的国家级官僚数量明显增加。第二，尽管联系县一般都有更多的国家级职位，但在非湖南省的联系县中没有类似的增长。这些趋势表明，精英网络通过对战争的参与导致了精英权力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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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些证据，作者实施了双重差分和三重差分设计，以估计湖南的精英关系在曾国藩掌权前后对国家级职位分配的影响。
双重差分方程就是将方程（1）中的因变量替换为国家级官僚的数量，而三重差分的方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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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mage: ]代表c县在t年的国家级官僚数量，其余的变量定义同方程（1）中的一样。
与上述分析类似，作者用事件研究策略来补充三重差分设计，即逐年估计[image: ]的影响。
V.B 精英网络对战后精英权力的影响
1.权力效应。首先关注表五第(1)和(2)列中的双重差分估计。1853年后，在湖南的县每一个直接的精英关系与战后多出的0.054个国家级职位（县年平均值（0.093）的58%左右）相关。相比之下，其他省份的县则不存在这种关联（第（3）和（4）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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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结果证实了图六中的动机模式。第(5)和(6)列的三重差分估计值与第(1)和(2)列的双重差分估计值接近：1853年曾国藩掌权后，与非湖南县相比，湖南县的一个直接精英关系与52%的国家级职位年度数量增加有关。
作者进行了动态研究，以1820年为参考年，对1821-1910年期间的逐年估计（图七，面板A-C）。这一动态分析证实了湖南精英网络的权力效应在战前并不存在，而是出现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并在战后持续了数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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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以用士兵死亡数来解释权力效应吗？作者发现，精英网络导致更多的士兵死亡，也导致更多的精英权力。那么士兵死亡和精英权力之间有联系吗？作者的结论是肯定的。首先，表六的第（1）-（3）列表示，一旦控制了1854-1864年期间湘军的士兵死亡，精英网络对精英权力的影响就会消失，这表明战争贡献在解释权力效应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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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直接地检验结论，本文使用了一种具有过度识别策略的IV方法。利用精英网络中的多个联系来源，将其分为两个部分：科举考试联系和其他联系。可以用每个组成部分来衡量1854-1864年期间湘军士兵的死亡。如果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对权力有超出士兵死亡渠道的额外影响，就将在使用另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工具时看到这个组成部分的显著系数。表六，第（4）列报告了使用两个组成部分预测士兵死亡时的估计值，过度识别检验的P值为0.82。第（5）列和第（6）列报告了使用一个联系成分来预测士兵死亡的结果，并证明另一个成分不能预测国家级职务。因为权力效应可以用士兵死亡来解释，所以本文的发现就可以解释为战争贡献为精英网络孕育精英权力提供了机会。
3.其他结论。因为本文研究的是非常重要的职务，所以在关于国家级官僚数量的县级数据中存在许多为零的数据。作者进行了两组分析来评估这一点是否会影响研究的结论。首先，作者分别研究了广泛和密集的边际，发现这两种边际都在增加。其次，作者使用一个零膨胀的负二项式模型，证明了其的稳健性。这两组分析均可在Online Appendix中看到。
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不同的对比省份是稳健的，包括太平天国沿线的五个省份。值得注意，淮河地区的精英有可能与湖南的精英有类似的受益，但这种省级的影响不应该影响县级的研究设计。
与对安慰剂网络的分析相对应，本文发现安慰剂网络不能解释权力效应。
V.C 国家层面的影响
1.权力分布。区域精英的崛起对国家层面的权力分配有重要影响。作者使用Ellison-Glaeser（EG）指数来衡量国家一级的权力分配。将各省进士的比例作为基准比例，代表国家机构控制的政治权力分配。因此，实际的国家级职务份额与这些基准份额的偏差可以作为权力地方化的代表。作者研究了这一指数从1820年到1910年的变化，以及先前分析的湖南的精英网络对这一变化的贡献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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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面板A说明，战后权力的本土化程度提高了：EG指数从1850年代的0.015上升到1880年代的0.036。这一模式表明，尽管战后国家仍然依靠科举考试和相关的官僚机构来任命和晋升官员，但实际的权力分配变得更有可能偏离这些制度化的规则。图八面板B则显示了湖南的精英网络在各年的贡献。
作为更具体的证据，作者仔细研究了一省前四名官员（一名省长和三名副省长）的来历，并考察了他们在战前、战中和战后来自湖南38个相关县的比例。基准是由简单的随机化得来的，它假定来自这些有联系的县的个人担任这种职务的概率与这些县在全国的人口份额成正比。这种随机化意味着省前四的官员来自于湖南有联系的县的概率为2.6%。图九面板A显示，战前，约有2.7%的省长来自湖南的这些联系县，接近随机化基准。相比之下，这些比例在战争期间急剧增加，特别是在受战争影响较大的中部和南部省份。例如，在广西、浙江和湖北，这些份额超过20%，是随机化基准的10倍。这种变化与EG指数所反映的模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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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发现有证据表明，清廷试图限制这些精英的权力。如图九B组所示，战后，国家将这些有关系的县的一些精英迁往更外围的省份（如贵州和甘肃）。然而，在这些有联系的县出生的精英在战争期间掌握权力而成为国家级官员所占的比例仍然很高（10%-20%），这表明很难将地区精英从他们新建立的权力基础上清除出去。
2.精英行为。权力分布影响着精英的行为。正如第II.B节所述，历史学家认为，战后地区精英会变得更加自主，能够抵制国家的命令。最明显的例子是东南互保（东南自治计划）（Fairbank and Liu 1980）。1900年6月，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大清对11个外国宣战。出于清廷意料之外，大多数省份为维护本省的和平拒绝服从命令，保持中立。历史学家注意到，这一事件中的关键地区领导人（如刘坤一和李鸿章）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发家的。然而，他们并没有系统地研究省级领导人的构成与这种反抗国家的决定之间的关系。
作者用各省前四名官员的出身数据来说明这种关系。图九面板C显示，在战争时期，省内前四大官员中来自有联系的湖南的县的比例与加入这一自治计划的概率呈正相关。来自湖南的官员的比例从5%增加到15%，就会使不服从国家的概率提高40个百分点。因此，这一重要事件可以作为一个案例来说明关于区域精英自治的历史叙事。
VI. CONCLUSION 结论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战争之一，必然会有许多与太平天国有关的历史叙述。通过构建一个结合了十几个历史资料的数据库，并采用多种实证策略，本文将这些观点结合起来，研究核心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本文展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一个人的个人网络影响了重要的宏观层面的结果，包括战争期间的区域士兵死亡和战后的区域权力分布，在整个国家层面创造了一个不太平衡的权力分配局面。
本文的发现为个人影响宏观层面的结果的过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个人的影响通过个人网络跨区域传播，对整个国家产生重大影响。
本文的研究还显示，战争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权力分配。面对叛乱的危机，用权力奖励精英可以作为一种社会契约，激励他们参与到战争动员中来。然而，一旦权力被分享，国家可能会面临权力再集中的困难。研究背景中凸显了这种权衡：精英们在短期内将清朝从太平天国的叛乱中拯救出来，但权力分配的转变也可能在几十年后促成了国家的崩溃。
这些发现表明，在不同的环境中考察战争前后的权力分配变化可以丰富我们对战争如何塑造国家的理解。本文的研究能够为研究战争、精英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开辟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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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IV
Motivational Evidence on Elite Networks and Soldier Deaths: Raw Data

This figure plots the number of soldier deaths by year in unconnected and con-
nected counties (those with at least one elite in our baseline elite networks). The
vertical line indicates the year Zeng was assigned to organize an army from exist-
ing milit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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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II
THE EFFECT OF ELITE CONNECTIONS ON SOLDIER DEATHS: DD ESTIMATES (SAMPLE: HUNAN COUNTIES, 1850-1864)

Dependent variable In(Soldier deaths + 1)
Connections measured by P Ne
o @ ) @ ) 6) @ ® © (10)

Bascline connections x  0.214%%% 0.201%%% 0212%% (0.213%** 01464 0.147%5*

post (0.058)  (0.060)  (0.058)  (0.059) 0042 (0.042)
Baseline connections per 0061+ 0056 0.047%%  0.044**

capita x post 0.022)  (0.023) 0017 (0.017)
Year FE Y Y Y Y Y, ¢ Y Y Y Y
County FE Y Y Y Y Y Y Y Y Y Y
Geographic-economic var. ¥ ¢ ¥ Y, ¥ ¥

x post
Political var. x post Y Y Y Y Y
Taiping var. x post Y X Y Y
Observations 1125 1125 1125 1125 1125 1125 1125 1125 1125 1125
R-squared 0452 0467 0477 0478 0447 0475 0452 0477 0449  0.476

Note. The table shows that elite connections increased the soldier deaths of a county after Zeng took power in 1853. The sample includes all 75 Hunan counties during 1850-1864.
Controls include () geographic-cconomic factors: In area, In population, In rice suitabiliy; In wheat suitability, distance to the Grand Canal, and whether the county has a main river;
G political importance: whether the county is a prefecture capital, In quotas for the entry-lovel Civil Service Exam pre-Taiping, and In number of pre-Taiping Jinshi (who succeeded
in the national-level exam; i) Taiping-related factors: whether the county was on the route of the Taipings to Nanjing, and distance to Nanjing. Standard errors presented in the
parentheses are clustered at the county level. ificant at 1%, **; significant at 5%, *: significant at 10%.





image11.png
A. Weighted connections. B. Unweighted connections

w o
0 0
& &
o T o T
w0 0
& «

1850 1855 1860 1865 1850 1855 1860 1865

C. Weighted connections per capita  D. Unweighted connections per capita
©

o

@
@ 3
3
o B}
@ @
3 3

1850 1855 1860 1865 1850 1855 1860 1865

—e— Effects of elite connections — o5%Cl

FIGURE V.
The Effect of Elite Connections on Soldier Deaths: Year-by-Year Estimates

This figure plots year-by-year estimates of the effect of county-level elite connec-
tions on county-level soldier deaths, using 1853 as the reference year. The vertical
line indicates 1853, the year Zeng was assigned to organize an army from existing
‘militias. It shows that elite connections increased soldier deaths after Zeng took
power in 1853 and persisted until the end of the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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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IIT

THE EFFECT OF ELITE CONNECTIONS ON SOLDIER DEATHS: TYPES OF LINKS (SAMPLE: HUNAN COUNTIES, 1850-1864)

&) @ ) @) ) ® @

Expanded network x post 0,183+
(0.038)
Blood, marriage, and friends x post 0.178%++
0.043)
Provincial-level exam connections x post 0,200+
(0.095)
National-level exam connections x post 0,680+
(0.282)
Same-surname baseline connections x post 0223%%  0.249%%F 02147
©.067)  (0.073)  (0.061)
Diff-surname baseline connections x post 0.056%*
©0.017)

County FE Y Y Y Y Y Y Y
Year FE Y Y Y Y Y Y Y
Controls x post Y ¥ ¥ Y Y Y
Pref FE x year FE Y Y Y Y Y Y
Year FE x surname FE Y e ¢
County FE x surname FE X ¢ e
Year FE x county FE Y
Observations 1,125 1,125 1125 1,125 48495 48495 48480
R-squared 0.671 0667 0664 0.665 0.473 0478 0.616

Notes. This table reports the results when examining expanded networks, specific types of inks, and clan relations. Controls include all the geography-cconomic variables, poitical

importance prxies, and Taipingerelated factors used in Table I1. Standard errors presented in the parentheses are clustered at the county level. **

at5%, " significant at 10%.

ignificant at 1%,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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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IV

THE EFFECT OF ELITE CONNECTIONS ON SOLDIER DEATHS: PLACEBO NETWORKS (SAMPLE: HUNAN AND HUAT COUNTIES, 1850—-1864)

Dependent variable In(Soldier deaths + 1)
Sample Hunan Huai region
IV estimates
(1) (2) (3) (4) (5) (6) (7 (8) 9) (10) an
Baseline connections x post 0.329%* 0.323%** 0.33 0.029
(0.137)  (0.140)  (0.143) (0.036)

National-level exam 0.725%% 0.756%* 0.727%* 0.047  0.030  0.048  0.028
connections x post (0.316)  (0.335) (0.316) (0.052) (0.056) (0.053) (0.054)

Placebo connections I x post ~ —0.028 0.146  —0.303 -0.079 0.021 0.106
(Assuming Zeng passed (0.254) (0.537)  (0.329) (0.535) (0.047) (0.097)
the previous exam)

Placebo connections II x post —0.085 —0.179 —0.278 —0.231 —0.001 —0.115
(Assuming Zeng passed (0.192)  (0.422) (0.253)  (0.408) (0.050) (0.106)
the next exam)

Year FE Y Y Y Y Y Y Y Y Y Y Y

County FE Y Y Y Y Y Y Y Y Y Y Y

Controls x post Y Y Y Y Y Y Y Y Y Y Y

Pref. FE x year FE Y Y Y Y Y Y Y Y Y Y Y

Observations 1,110 1,110 1,110 1,110 1,110 1,110 1,995 1,995 1,995 1,995 1,995

R-squared 0.638 0.638 0.638 0.102 0.102 0.102 0.561 0.561 0.561  0.561 0.561

Notes. Columns (1)~(3) report the OLS results. Columns (4)-(6) report the results using actual nationallevel exam connections to predict our baseline connections, while controlling
for placebo connections. Zeng's home county is excluded in these comparisons. Columns (7)(11) present the results when using soldier deaths in the Huai region as the outcome.
Controls include all the geographic-economic variables, political importance proxies, and Taiping-related factors used in Table I1. Standard errors presented in the parentheses are
clustered at the county level. significant at 1%, significant at 5%, *: significant 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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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VI

Motivational Evidence for the Power Effect: National-Level Offices by
Connection-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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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V

‘THE EFFECT OF ELITE CONNECTIONS ON ELITE POWER: DD AND DDD ESTIMATES (SAMPLE: ALL COUNTIES, 1820-1910)

Dependent variable National-level offices (mean: 0.093)
Sample Hunan Non-Hunan Al
&Y @ @) ) ) ()
Baseline connections x 1854-1910 0.053%%%  0.054%+ 0.009 0011 0.009 0.011
(0.005) (0.005) 00120 (0.011) (0.012) (0.011)
Baseline connections x Hunan x 1854-1910 0.044%%% 0,049+
0.012) 0.013)
Hunan x 1854-1910 0.094 0.082
(0.058) (0.063)
County FE ¥ Y Y Y ¥ Y
Year FE E's Y Y ¥ Y Y
Controls x 1854-1910 ¥ ¥ Y
Observations 6,825 6,825 142,961 142,961 149786 149,786
Resquared 0.338 0.357 0.388 0.388 0.383 0.384

Notes. This table reports the impact of elite networks on the number of national-level offces in a county.-yes
economic variable
significant at 1%,

and columns (51-6) from  triple-difference design. Controls include all the geograj
Standard errors presented in the parentheses are clustered at the prefecture level.

Columns (1-(4) are obtained from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esign
cal importance proxies, and Taiping-related factors used in Table I1.
ificant at 5%, * significant 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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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VII
The Dynamic Impacts of Elite Network on National-Level Offices

The two dashed vertical lines indicate 1850 (the war started) and 1864 (the war ended). The solid vertical line indicates 1853, the
year Zeng was assigned to organize an army from existing militias. Panel A reports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estimates by year for
Hunan counties during 1820-1910, using 1820 as the reference year. Panel B reports the results for non-Hunan counties. Panel C reports
the triple-difference estimates. These results show that counties with more connections in Hunan province obtained more national-level
positions during the last few years of the war and after the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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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WER EFFECT: THE ROLE OF SOLDIER DEATHS (SAMPLE: ALL COUNTIES, 1820-1910)

Dependent variable National-level offices (mean: 0.093)
Methods OLS IV estimates
@ ] 3) “@ (5) (®)
Baseline connections x Hunan x 1854-1910 0.049%** -0.011
(0.013) (0.015)
Soldier deathsgss—gs x 1854-1910 0.421%%% 0.427%*#% 0.383%* 0.387%*#% 0.368***
(0.091) (0.097) 0.077) (0.093) (0.044)
Natl-level exam connections x Hunan x 1854-1910 0.018
(0.076)
Other connections x Hunan x 1854-1910 0.008
(0.035)
Baseline connections x 1854-1910 0.011 0.010 0.011
(0.011) (0.011) (0.011)
Natl-level exam connections x 1854-1910 0.006 0.007 0.007
(0.020) (0.022) (0.022)
Other connections x 1854-1910 0.022 0.019 0.019
(0.030) (0.040) (0.040)
Hunan x 1854-1910 0.082 -0.018 —0.008 —0.020 —0.024 —0.022
(0.063) (0.029) (0.032) (0.040) (0.038) (0.037)
County FE Y Y Y Y Y Y
Year FE Y Y Y Y Y Y
Controls x 1854-1910 Y Y Y Y Y Y
Observations 149,786 149,786 149,786 149,786 149,786 149,786
R-squared 0.384 0.392 0.392 0.019 0.019 0.019
First-state F-test 5.6 x 10 1.0 x 10° 6.4 x 10*
Overidentification test (p-value) 82

Notes. Columns (1)-(3) show that the effects of elite connections can be explained by including soldier deaths. In columns (4)-(6), we separate all connections into two components—
those built via the national-level exams and the rest—and obtain two instruments: (i) national-level exam connections x Hunan x 1854-1910 and other connections x Hunan x 1854-1910.
Column (4) presents the results using two instruments to predict soldier deaths. Column (5) presents the result using instrument (i) as the instrument to check whether instrument
() has any direct effect, and column () does the opposite. Controls include all the geographic-cconomic variables, political importance proxies, and Taiping-related factors used in
Table I1. Standard errors presented in the parentheses are clustered at the prefecture level. ***: significant at 1%, **: significant at 5%, *: significant 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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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VIII

National-Level Power Distribution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Elite Networks

The EG index measures the deviation of actual national-level offices from the
benchmark shares determined by the Civil Service Exam. Panel A plots the EG
index over time with and without elite connections in Hunan. Panel B plots the
contribution of elite connections in Hunan in increasing the EG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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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cure IX

o 05 1 15 2 25
From Hunan*connected counties, 1854-64

The Share of Provincial Officials from Connected Counties in Hunan

Panels A and B plot the share of the top-four offices in each province from connected counties in Hunan over time. Panel C plo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s share during the war and the probability of disobeying the state in 1900, when the state declared war against

foreign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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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T
Elite Network Definition: Baseline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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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IT
Elite Network Definition: Expanded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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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an Province

FiGcure III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unty-Level Elite Conn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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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UMMARY STATISTICS

Sample Hunan counties, 18501864 All counties, 1820-1910
Source Obs. Mean Std. dev. Source Obs. Mean S.D.
Number of soldier deaths, by year A 1,125 26.21 14575
Number of soldier deaths during 1854-64 (1K) A 1,125 0.37 1.20 A 149,786  0.02 0.27
Elite connections, baseline networks (weighted) B,C,D,E 1,125 123 253 B,C,D,E 149,786 0.68 2.02
Elite connections per capita, baseline networks (weighted) A, B,C,D, E,L 1,125 4.46 753 B,C,D,E, L 149,786 292 9.28
Number of national-level offices K 149,786  0.09 0.54
In area F 1,125 17.84 0.48 F 149,786 7.40 0.89
In population AL 1,125 12.14  0.62 L 149,786 12.08 1.02
In rice suitability G 1,125 1.63 0.10 G 149,786  1.34 0.32
In wheat suitability G 1,125 1.61 0.06 G 149,786  1.56 0.30
Main river dummy F 1,125 040  0.49 F 149,786 0.42 0.49
Distance to the Grand Canal F 1,125 8.74 1.22 F 149,786 7.06 5.56
In urban population H 1,125 853 1.48 H 149,786 7.70 2.76
Prefecture capital H 1,125 028  0.51 H 149,786  0.14 0.35
In number of Jinshi B, F 1,125 111 1.07 B F 149,786 146 1.23
In quotas for the entry-level exam 1 1,125 2.63 0.36 L 149,786 2.50 0.84
Distance to Nanjing F 1,125 8.64 1.26 F 149,786 9.12 4.74
Along the route of Taipings during 1850-53 J 1,125 012 033 J 149,786  0.04 0.19

Notes. A: Zeng (1885); B: Zhu and Xie (1980); C: Jiang, Jing, and Chen (2010); D: Cheng (1997); E: Mei (1997); F: Berman (2007); G: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2012); H:
Skinner, Yue, and Henderson (2008); I: Kun et al. (1899); J: Cheng and Hsu (1980); K: Qian (2005); L: Ge (2000). See more on the data construction process in Online Appendix A.1.




